写在前面的一段话——
作为一名中学历史教师，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历经几次教材大变动，再加上教学实践中的一些迷茫和顿悟。我所关注的教材观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我教的这一套套教材，是基于怎样的学科理念编纂出来的；二是，我应该如何使用这些教材，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它们的育人作用。
基于第一部分，阅读、思考，以下内容，供同道者共享。
顾颉刚，中国现代注明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长期从事古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负责校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古史辨》《汉代学术史略》《两汉州制考》《郑樵传》等，与人合著《三皇考》《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历史地图》等。

顾颉刚历史教材观微探究
梁启超谓:“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顾颉刚对此相当赞同，他曾指出，“历史本是与人生最密切的一种学问”，其功用便是使人明了“史学的真义”。就中学历史教育而言，“史学的真义”便是养成学生清楚的历史智识、明变求因的能力及正确的历史观念与适度的民族意识。在顾氏看来，“清楚的历史智识”应是全面、普通且较为系统的、具有信史资格的、能体现进化观念的历史知识。以此为基础，看重学生的体会，便能培养他们明变求因的能力和正确的历史观念与适度的民族意识。
在这一历史教育目的观的指导下，顾氏曾多次参与历史教育改革，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作用、以前历史教科书的弊端及历史教科书的编撰原则与方法等都进行了论述，先后撰写了《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编篡国史讲话的计划》、《中学历史教学法的商榷》，《中学生读的中国史》等文，并着手主持编撰了《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一书，较为系统地阐释了其历史教材观。
一、对历史教科书的作用、以前教科书弊端的审视
(一)历史教科书之鹄的:举出史学的真义。顾颉刚认为“历史本是与人生最密切的一种学问”，其功用便是使人明了“史学的真义”，而历史教科书则是实现历史功用的主要凭借。故此，篇幅虽少而及人甚广的教科书必须打破此前的弊病而举出“史学的真义”，使学生“对过去的事实有深切的明了，对于构成事实的原因和事实遗下的影响有深切的了解”。所以新编撰的历史教科书“更应当郑重，更应当扼要，更应当叙述得精彩”，使读书之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
(二)对以前历史教科书弊端的审视。首先，他指出了先前历史教科书的种种弊端，如“虽自己说包含有文化史的部分，实在只可说为完全的政治史”；没有弄清每一个时代的大势，没有表现出各时代的社会心理。过于看重历史中的人物，见不到会通的时势，等等。其次，分析了造成这种弊端的原因:“一半是由于不去寻求史料，一半是由于不去审定史料”。不去寻求史料，则只得到了表面的事实而止。故造成教科书过于抬高浮于事实表面的名人而遗失名人所为凭借的民众，造成英雄主义观念等。不去审定史料，则有得辄信，不但记得失真，而且混乱了进化的阶段，造成“好古而薄今”的观念和崇尚“唐虞三代之治”的看法，“弄得社会的生机停滞，成为暮气的世界”等。
二、编撰教科书的态度与原则
(一)“郑重”“扼要”“叙述精彩”的基本编撰态度。在顾颉刚看来，历史教科书既要与史学研究相结合，使其成为“一家之著述”；又要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使其成为“一部活的历史”。在编撰《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前，顾颉刚自谓其“根性是不能为他人做事的，所以就是编纂教科书也要使得它成为一家著述”。因此，他“想了许多法子，要把这部教科书做成一部活的历史，使得读书的人确能认识全部历史的整个活动，得到真实的历史观念和研究兴味”。结合历史教材的地位与作用和以前教科书的弊病，顾颉刚认为欲使教科书成为“一家著述”、“一部活的历史”就必须坚持“郑重”“扼要”“叙述精彩”的基本编撰态度。顾氏这一基本态度充分体现在其史料搜集、史料审定、剪裁及教科书撰写的思想中。
(二)史料搜集方面，坚持全面、普通、典型的原则。首先，努力寻求涉及民族的分合、政治的设施社会风尚、学术的擅递等方面的史料，力求全面。从前教科书“组织上甚少研究，又偏重政治”，俨然帝王的家谱，顾“欲改道而行”，不特“注重于政治上的沿革……而在他方面则努力搜辑出材料来”。换言之，即“从向来沉埋于史书下层的记载与器物中寻出各种社会的事实与心理”，使叙述的方面不偏重于政治社会和知识阶级，“至少要顾及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学术的四方面”，使“全社会的活动状况大略可以表现”。
其次，搜集普通的、大众的史料。顾颉刚谓“时势鼓动的力量，出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故教材须得“先把大多数人的意志说明，把时势的由来看定，然后名人的事实始有着落，名人方始真可以做时势的代表”。如是，顾颉刚更为看重名人背后之时势。他就历史教材与史学专著的区别言及:“高深的学理，独绝的艺术，本身固是既有价值，但这是科学史艺术史里的专材，不是普通史里的通材，在篇幅甚少的教科书里尤其不能顾及”。因此，他认为编纂教材应大力搜集“与人生有密切关系”且“及人甚广”的“事实”--普通的、大众的材料，如选取“词句粗浅的二黄，梆子”说明“现在流行的戏曲”，选取“荒谬绝伦的纬书”说明“汉代人的思想”等。如此教材才能说明“每一个时代的大势”和“各时代的社会心理”。
再者，寻求具有典型性的材料。所谓“典型性”，便是“主于人类的活动的状态，采取最精彩的部分”，而这部分材料“必要能表现时代精神”，能够从这些具体事实中归纳出抽象的共同时势，即能一览而知其在全体中的位置。
(三)史料审定、剪裁方面力求真切、扼要。顾氏编纂教材的主旨之一就是“指示进化的路径，排斥复古的观念”。他认为时人向往“三代之治”的看法和“好古而薄今”的观念，就是由于不审定史料弊端的遗留。
因此，教科书必须“严密的审定史料，使不为古人所欺，成见所蒙蔽”，甚至“宁可使历史系统不完备，也不可使择取的材料不正确、不扼要”。他大胆地主张将所有依托的学说、理想的制度、混淆的事实及取舍不同的故事都彻底澄清，指出编纂历史教科书“既不能重形式，更不能妄信传说”，尤其古史方面“应该
大删特删”。故而，顾氏在自认为疑古精神已相当“隐晦”的《现代初中本国史》一书中仍闭口“不提“，对‘三皇、五帝’只略叙其事，加上‘所谓’二字，表示并不真实”。
(四)具体撰写方面本着“详今略古”的宗旨，用“打统账”的眼光和“字数对于事实”的原则精彩地叙述。1922年，顾颉刚在拟定《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目录时曾指出“我的宗旨主于详今略古，所以近三十年的事实占了百分之三十八”。透过此书现存的不同版本，这一点得到充分的印证。“详今略古”可以
说是顾颉刚“疑古”精神的体现。其实，在准备编写教科书的过程中，顾颉刚开始了对中国古史的思考和研究，直接催生了其“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这使他认为“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即“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顾氏对于古史“不立一夏，唯穷流变”的认识，又深刻影响到他的历史教育观，尤其看重学生明变求因的能力。
顾颉刚认为，要培养学生明变求因的能力，则需教材系统且注重历史因果的联系。顾氏自谓:“历史应当注意事实的因果，不能拘干朝家的更迭”，“我们的宗旨，……并不是置系统干不顾。系统的记载，亦自有考的需要”。故编篡教科书要“用’打统账’的眼光去作叙述，使提出任何部分时都可见出它的关联之点，都可见出它在全体中的位置;使读者对于历史有整个的认识”。所以，《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的编次虽分史期，而叙述的单位却自为起讫，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现代五个历史时期。并且，该书在多元视野之下，就地域、种族、文化等方面着眼，着重中国史扩大与绵延之问题；而教科书及各章、节自有主题，即“以一件事实为中心而推及于当时各种制度及思想”。可以说，此种分期与撰述之法，既打破了传统政治史为中心的窠臼，又不失历史流变、因果之统系；不仅突破了狭隘的汉族中心观，亦非代之欧洲中心观。
针对以往人们视历史教科书为“全部正史的缩本”，过度强调“文省而事丰”而使得文字过于呆板、“有形式而没有精神”的状况，顾颉刚认为课文的长短，悉随顺其应有之量，不限制字数一“字数对于事实”，并拣取历史上最精彩的故事出力地描写，即使是“抽象的史料，也必得有生动的叙述”。换言之，撰写教科书应在“忠干事实”的基础上，力求精彩，以吸引学生的兴趣，使历史教科书成为一部活的历史，“使他们读了，可以眉飞色舞，不受强迫而欢喜自己去看”，即天然引起他们的历史的兴味，使他们自己高兴寻求历史的智慧。
(五)此外，顾颉刚还提出编撰教辅用书的建议，并主张教材采用主附文相结合的叙述方式。顾氏认为，应将编著时逢到人地的名目，组织的分配，事业的统计，时期的大事，系统的编做表格出书，“辅佐教科书而行，让学生拿来做检查参考的资料”。并且，教科书应分主文与附文二种:主文为正课，叙述某一事项的
活动状态;附文为参考，叙述某一事项的由来与其影响，供教师和能力较强的学生使用，包括原文、传记、考证、议论等，附文不能全部记载的，便注明书名书页，方便教师查找，且这样有利于养成参考书籍、寻求实证的习惯。
应当说，顾颉刚对历史教育的目的与价值、教材的作用及先前之弊病、教科书编纂态度与原则及寻求、选择和攫写史料的方法等问题较为全面，深刻的论述，是基于其对史学与人生，史学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在顾颉刚看来，历史教育不应局限于事实的记忆，更应看重学生个人的体会，使其明了社会进化的真相和社会形势由来的原因，具有明变求因的能力和正确的历史观念与态度，负起承前启后的责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那么，作为实现历史功用的主要凭借，教科书应以“举出史学的真义”为鹄。本着疑古实证精神和社会进化观念，及其对基于教科书之使命的看法，顾颉刚指出了编篡教科书的基本态度与原则，以及、求、选择史料和撰写教材的方法，并将之付诸实践。
透过顾颉刚的教材观，不难看见其历史教育思想和史学思想的互动。顾氏实证意识强烈，在编写《本国史》时便表现出对“信史”的追求，这直接催生了其“疑古”思想，促使其对中国历史的全盘整理，这成为顾氏“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通史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继之而来的“教科书案”则更是其“古史系统”形成的重要契机。反之，其通史意识和古史观念又深刻影响其教科书选材，编篡的理念。同时，我们看到顾氏在史学研究与教科书编篡之间的纠结与矛盾。如顾氏“一面编辑《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一面又在《读书杂志》上大力发挥古史中神话传说的文章”，使他“不可避免地”进入两难的境界，并埋下“教科书案的种子。
顾颉刚坚持其学术信念自然无可厚非，但“疑古”未必足以考信，疑古未必能带给学生“史学的真义”；并目在当时特殊时空语境下，否认“三皇、五帝”历史存在的真实性，确实影响政府的统治和中华民族信仰的根基。戴季陶曾言:“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可见，“政府对教科书的干预与控制是合乎情理的”。
总的来说，顾颉刚的历史教材观充分地体现了其史学思想，同时侧面诠释了史学与人生、史学与社会之关系。无疑，顾颉刚关于历史教育的目的、教科书编纂态度与原则，以及寻求、选择史料和撰写教科书的方法等思想是我国近现代历史教育史上的珍贵精神遗产，对现今历史教材的编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